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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女性史的叙事相继出现了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伊斯兰

主义等范式。这些叙事范式的思想渊源皆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晚期人们有关女性问题的争论与实

践。女性解放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土耳其女性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在土耳其女性

史的不同叙事范式中，却对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运动有着迥然相异的评价。女性史叙事范式的演

变及其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不同评价，本质上是土耳其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它们

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与父权制、国家主义之间的问题，同时也呈现出土耳其激进的西方化和世俗化

改革与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 土耳其 女性解放 凯末尔主义 民族主义 女性主义

当人们论及凯末尔改革时，女性解放自然是无法避开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

尔政府相继颁布宪法和《民法典》《统一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在承认女性同男性平等的各项公民

权利之同时，鼓励女性摘下面纱和罩袍、走向公共领域。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延续数百年的性别关

系和性别隔离制度被打破。土耳其的这场女性解放运动不仅走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前列，也成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大非西方国家推行女性解放的样板。与此同时，作为凯末尔改革的有机组成

部分，凯末尔时代的女性解放也深刻地影响着此后的一代代土耳其女性，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

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凯末尔政府开启西化改革至今的将近一个世纪里，人们不断地回望、审视和评价凯末尔主义

的女性解放，并对它做出了全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时至今日，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具体

举措已经为人们熟知，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价值立场的人们如何评价凯末尔主义女

性解放，或许是一个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各种评价，实际上反映了评价

者特定的历史观和女性观。本文拟以近百年来土耳其几代学者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厘清土耳其女性

史叙事范式演变的线索，以及不同叙事范式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评价，试图在探明这些叙事范

式隐含的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对这些评价做出再评价。最后，本文将尝试探究经历了叙事范式转变

之后，土耳其学界关于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研究的新趋势。

一、土耳其女性史的三种叙事范式

自 1962 年托马斯·S.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一书出版后，其范式理论的影响便很快超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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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范畴，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析方法。根据库恩的观点，每一个研究范式

都有着特定的研究传统，以及从事研究和实践的规则和标准。①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土耳其的

女性史叙事主要有三种范式，即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式、女性主义范式和伊斯兰主义范式。这三种女

性史书写范式的思想渊源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年代。只是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这几种范式的主次地位有所变化。
( 一) 土耳其女性史叙事的思想渊源

在广大非西方世界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甚至殖民侵略的情况下，非西方世界的精

英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探寻本国落后的根源并找出救亡的良方。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主张

各异，但他们都希望将“先进的”西方作为“文明”的榜样和效仿对象，革除自身社会中与西方文

明和西方社会不相称的“弊病”，进而不断发展自身。随着近代西方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女

性开始广泛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她们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外出工作，能够较为自由地出入公

共场所。在婚姻制度方面，西方普遍的一夫一妻制也与东方社会存在的一夫多妻制、妻妾制等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近代西方人眼中，东方社会中女性的处境是悲惨的和受压迫的，这种观念也

影响到非西方知识分子。他们深受西方价值理念的影响，当看到西方社会中的女性风貌和社会

地位与本国女性迥异、西方女性比本国女性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之时，他们便自然无法再容忍旧

社会对女性的“野蛮的”压迫，并进一步将国家的落后与本国女性遭受压迫和束缚联系起来。在

这种逻辑下，以西方为标准的“解放”女性便成为追赶西方列强、实现民族和国家独立发展的必

然要求。
奥斯曼—土耳其的女性解放是近现代非西方国家女性解放的典型案例之一。② 随着奥斯曼帝国

的衰落和 19 世纪中期全面西化改革的开启，帝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关注本国女性( 尤其是穆斯林

女性) 的处境。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伊斯兰帝国，伊斯兰教信仰及其规范构成了奥斯曼帝国

的立国之本，深刻地融入了帝国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改革年代的知识分子想要以西方女

性为标准“解放”穆斯林女性时，首先要面对的是伊斯兰传统对女性的规范。对于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女性遭受压迫之间的联系，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看法，进而在改善女性处境的限度和

具体主张方面也呈现明显的差异。根据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大致可以将其分为温和派、
激进派和保守派。

温和派立足伊斯兰教提倡女性权利，注重从伊斯兰教的角度阐释提升女性地位的正当性和合法

性。③ 他们主张提高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女性接受教育。他们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并没有否定伊

斯兰教，也没有将女性的不利处境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他们甚至认为，相较于西方，伊斯兰教赋予

女性更多的权利。温和派有关女性的改革主张可以说是折中的、温和的，他们希望能够调和奥斯曼

帝国的伊斯兰传统和西方化之间的关系，寻找一条既不背离和否定伊斯兰传统、又能根据现实需要

推行西化改革的“中庸之道”。早期温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纳末克·凯末尔( Namlk Kemal) 、阿赫

麦特·米德哈特 ( Ahmet Midhat) 、谢姆塞丁·萨米 ( Şemseddin Sami ) 和法特玛·阿里耶 ( Fat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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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ye) 等人。到了二次立宪时期，①主张女性解放的温和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杰拉勒·努里 ( Celâl
Nuri) 、里扎·陶菲克( Ｒlza Tevfik) 等人。二次立宪时期温和派比早期温和派的思想更进一步，例如

在婚姻制度方面，他们明确反对男性单方面提出离婚，支持一夫一妻制。
随着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深入，尤其是 1908 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恢复宪法之后，社会环境更加宽

松，萨拉赫丁·阿色姆( Salâheddin Aslm) 、阿卜杜拉·杰夫代特( Abdullah Cevdet) 等人在女性问题上

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主张。他们将矛头直指伊斯兰教，认为伊斯兰教是导致土耳其女性遭受压迫的

根源，并且明确反对女性戴面纱。此外，激进派也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男性在离婚问题上的特权，

主张女性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和接受教育。②

然而，奥斯曼社会中的保守派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仍然有不少人对有关女性的改革持保守态度。
保守派虽然迫于时局和形势意识到女性接受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只允许女性在伊斯兰教的标准

下接受教育。此外，保守派还反对女性从事家庭生活之外的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例如，保守派的

代表人物谢赫伊斯兰( Şeyhülislâm) ③穆萨·卡泽姆·艾芬迪( Musa Kâzlm Efendi) 虽然认可女性同男

性一样有权处置其财产、在保护名节的同时可以游玩和娱乐、接受小学至高中水平的教育，甚至能够

加入女性协会以及召开和聆听会议，但他强烈反对女性不戴头巾同男性一起上街，并且主张出台法

律强制女性戴头巾。他还认为一夫多妻制符合( 人口) 繁衍和贞洁的原则，女性没有离婚权是因为她

们“反复无常”和“不可信任”，如果女性能够提出离婚，就会将家庭推向深渊。同时，他强调，男性不

应无故提出离婚。④

奥斯曼帝国的二次立宪时期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空前发展的时期，女性问题同样构成当时的土耳

其民族主义者的重要关切。与以上三个派别围绕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和改善女性处境的限度等问题

产生分野不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绕过了”伊斯兰教，他们将古代的突厥游牧民族视为自己的祖先，

并从他们构建的古代突厥游牧社会中寻找土耳其女性解放的历史依据。⑤ 在齐亚·格卡尔普( Ziya
Gökalp) 构建的突厥民族历史中，女性扮演着重要角色，古代突厥人的女性地位和性别关系也被理想

化。他提出，古代突厥民族本身就是女性主义的和民主的，突厥社会中的女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地

位，因此土耳其民族主义自觉地呈现出女性主义的特点。齐亚·格卡尔普还指出，成为“现代”国家

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女性和男性在订婚、离婚、遗产继承、就业和政治权利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并且女

性也应该接受教育。这与他所谓的突厥民族的女性主义传统不谋而合。至于伊斯兰教与女性处境

的关系，齐亚·格卡尔普与上述温和派的观点类似，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并没有否定女性的权利，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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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 年，奥斯曼帝国曾颁布宪法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短暂的立宪实践在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 Abdülhamid II，184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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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进入二次立宪时期。
Şefika Kurnaz，Yenileşme Sürecinde Türk Kadιnι，1839 － 1923，pp. 131 － 135.
谢赫伊斯兰是奥斯曼帝国授予大穆夫提( 最高宗教法官) 的头衔。谢赫伊斯兰处于奥斯曼帝国乌莱玛( 宗教学者) 的最高等级，

通常由苏丹授权、从帝国最主要城市的卡迪( 宗教法官) 中选出。谢赫伊斯兰负责管理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米列特的事务，主要职

责是在宗教事务方面为苏丹提供建议、任命宗教法官、颁布法特瓦。在特殊情况下，谢赫伊斯兰甚至能够宣布废立苏丹。
转引自Şefika Kurnaz，Yenileşme Sürecinde Türk Kadιnι，1839 － 1923，pp. 124 － 131。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齐亚·格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重构”世俗的、进步的土耳其民族历史和文

化传统，为土耳其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提供历史依据与合法性。这种“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特征是把过去理

想化，把走向光明的未来与回归荣耀的过去相统一。昝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

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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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波斯、拜占庭等文明的影响导致了穆斯林女性地位的降低。①

尽管上述派别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些思考与探索都是知识分子在求索

帝国救亡之道的过程中，在自觉地意识到本国女性与西方女性处境的巨大差异之后的一种本能的反

思。他们倡导提高女性地位的最终导向是实现帝国的救亡图存，而非女性解放本身，因而这在本质

上都属于父权制( 或称男权制) 视角下的女性解放观。在这一点上，与这些派别有着根本区别的是少

数女性的女性主义立场。在现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末期兴起了土耳其历史上

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尤其是进入二次立宪时期以后，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女性逐渐觉

醒，她们建立了诸多女性协会、召开会议，并以报刊、杂志为主要媒介表达自身观点，激烈地批判男性

对女性的奴役和物化，提出“我们不想成为男人花枝招展的玩具”“我们想要成为强壮、坚毅、有担当

的女人”。② 哈莉黛·艾迪布( Halide Edib) 、奈兹赫·穆希丁( Nezihe Muhittin) 等人还积极撰写小说

塑造进步女性的形象。这些深受当时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女性，堪称土耳其历史上的女性主义

先驱。
奥斯曼帝国晚期诸多有关女性问题的论争，深刻地体现本国传统的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与现代

西方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些论争不仅对此后的土耳其女性解放产生了深远

影响，也为共和国时代土耳其女性史书写与研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构成土耳其女性史不同叙事

范式的重要思想源头。
( 二) 土耳其女性史叙事的三种范式

一战后不久爆发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成为影响土耳其女性命运的重要事件。无论是协约国

占领下的伊斯坦布尔女性，还是处在战火硝烟中的安纳托利亚女性，都以各种形式被广泛动员起来

反抗侵略者，女性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战争期间空前提高。然而，在此期间，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女

性问题成为次要矛盾被搁置一旁，女性解放服从于民族解放。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民族独立转向现代化建设，女性解放作为土耳其“达到

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条件，被纳入现代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下。这也决定了土耳其的女性解放有

着鲜明的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在凯末尔改革和女性解放推进的过程中，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

性史叙事从前文所述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实际上，这也

是土耳其革命史学范式影响的结果。“总的来说，土耳其的革命史学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为

革命的合法性、必然性和神圣性辩护; 二是为革命后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

撑。”③随着土耳其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史学范式长期支配着土耳其的

学术研究与历史叙事，土耳其女性史的书写也不例外。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首先继承了齐亚·格卡尔普的思想。例如，凯末尔的养女、土耳

其革命史学的代表人物阿菲特·伊楠在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过程中，同样强调女性在突厥社会中享

有很高的地位，将此作为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历史依据。她也同样认为，由于阿拉伯、波斯和拜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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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Fleming，“Women as Preservers of the Past: Ziya Gökalp and Women's Ｒeform”，in Zehra F. Arat，ed. ，Deconstructing Images
of“the Turkish Woman”，St. Martin's Press，1998，pp. 131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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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 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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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等民族的传统逐渐融入伊斯兰社会，才导致了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其女性地位的逐渐降

低。此外，伊楠还进一步将赫梯和苏美尔社会的女性纳入土耳其女性的历史。①

为树立自身合法性，新成立的共和国竭力与奥斯曼帝国撇清关系，通过批判奥斯曼王朝来衬托

凯末尔政权及其改革的功绩和进步性。因此，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也构建起奥斯曼帝国女

性和共和国女性鲜明的二元对立特征: 前者是传统的、受压迫的、被隔离在罩袍和闺房之中的“奴

隶”; 后者则是现代的、享有与男性平等之地位的、能够自由进入公共领域的共和国公民和新女性。
与此同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还十分强调女性对民族、国家、家庭的责任，在提倡女性进

入公共领域的同时，也鼓励女性首先履行好在家庭中的职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在土耳

其女性史叙事中长期占据主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才逐渐被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

的叙事取代。
土耳其长期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的现代化路径导致该国在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的西化程度

十分之高，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对西方的各种思潮和社会动向有着敏感且清晰的

认识。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西方左派政治团体的影响下，土耳其出现了许多青年组织，有相当数量

的土耳其女性活跃在这些左派组织中。虽然土耳其左派人士普遍支持平等、自由、团结和变革等理

念，但是他们对女性问题的态度却十分保守和传统，认为女性对女性主义的任何倾向都是“资产阶级

背叛”。② 左派组织中的女性一方面深受左派运动平等、民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逐渐感受到其

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便开始寻求自主运动。因此，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一场新的独立的土耳其

女性运动首先萌生于左派运动中。1980 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左翼组织及其他所有政党被取

缔，女性主义的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正在席卷土耳

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土耳其的特征可以总结为: 一些提倡自由经济、公民社会、大众文

化、女性主义的以及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发起了对旧的共和国精英以及传统左派的官方意

识形态、文化规范和精神习惯的反叛。从文学、音乐到建筑和电影，各种文化表达方式都对官方现代

主义的僵化与家长作风发起了挑战。”③在二战后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女性的自我意识和

主体意识得到了有力提升，土耳其女性主义成为这种“反叛”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剧烈的变革中，一

些女性主义学者和作家开始自觉地组织起来，她们推动了土耳其女性研究的蓬勃发展，土耳其女性

史的女性主义叙事范式也随之产生。
这一时期土耳其女性主义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但其中不免涉及对土耳其女

性历史的讨论。在土耳其的女性主义史学叙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反对父权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少数土耳其女性的女性主义思想。女性主义批判土耳其

国家主义女性解放中的父权制压迫，认为这种女性解放只是现代化的手段，从属于国家的政治需要，

女性在其中不过是“工具”而已。此外，女性主义者还意识到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并不意味

着女性在实际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能够真正取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她们将目光投向女性解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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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Afet Inan，Atatürk ve Türk Kadιn Haklarιnιn Kazanιlmasι: Tarih Boyunca Türk Kadιnιnιn Hak ve Görevleri，Millî Eǧitim Baslmevi，
1968。
Şirin Tekeli，“Emergence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Turkey”，in Drude Dahlerup，ed.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Femin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Europe and the USA，SAGE Publications，1986，pp. 194 － 195.
Sibel Bozdoǧan，“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ism in Turkish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 Overview”，in Sibel Bozdoǧan and Ｒeşat Kasaba，

eds. ，Ｒethinking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urke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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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被忽视的私人领域( 或称家庭领域) ，反对家庭领域的父权制和家庭暴力。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激进的西方化和世俗化政策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伊斯

兰教曾长期被认为是导致女性遭受压迫和性别隔离的“洪水猛兽”，是需要被摒弃的、落后的、前现代

的因素。多党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斯兰教释放了空间。1980 年军事政变后，为避免冷战背景

下土耳其左派与右派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长期以来政治暴力的重演，土耳其军政府提出“土

耳其—伊斯兰一体化”( Türk Islam Sentezi) 政策。该政策重新解释了土耳其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

将民族主义信条纳入伊斯兰教，旨在创造一种“伊斯兰民族”的集体意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

化”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土耳其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动摇。①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全面批判土

耳其的现代化和国家主义之时，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一些伊斯兰主义女性②开

始提出她们对土耳其女性史的看法，形成了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女性史叙事范式。
伊斯兰主义女性以伊斯兰教而非西方启蒙理性为依据倡导女性解放，例如，她们对男性和女性

角色互补之合理性的强调，就对世俗的平等观念构成了挑战。③ 伊斯兰主义女性还认为，伊斯兰教不

仅没有束缚女性，还从中生发了尊重女性的价值源头，她们并不认为伊斯兰教传统是需要被打破和

超越的。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女性史叙事，与奥斯曼帝国晚期温和派主张女性解放的观点有着很强

的共通性，她们都希望探寻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共融性。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区

别，即伊斯兰主义女性史叙事更关注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并且伊斯兰主义女性史叙事是在土耳

其经历了长期的世俗主义与现代化实践之后形成的。这种寻求伊斯兰价值理念和现代价值理念相

协调的努力，本身也彰显了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文化传统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有关土耳其女性史的叙事中，尽管世俗的女性主义范式与伊斯兰主义范式之间存在根本上的

差异和对立，但二者在反对父权制、反对压迫女性等问题上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

们在进行理论性的批判和探索的同时，具有强烈的行动主义特征，即通过建立协会、发起反抗运动等

多种形式，共同推动了土耳其女性运动的发展，为争取女性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女性主义和

伊斯兰主义的女性史叙事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叙事构成了强烈冲击，破除了后者在土耳其长

期的主导性地位，使得土耳其的女性史叙事呈现多元化特征，土耳其的女性史和女性问题研究也因

此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二、不同女性史叙事范式下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解放女性、塑造现代的共和国新女性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目标。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

政府在法律、教育、社会风俗、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不仅明确了女性同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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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anu Eligür，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 97.
本文使用“伊斯兰主义女性”( Islamcl kadln，Islamist Women) 一词，而不使用“伊斯兰女性主义者”( Islamlc feminist) 等术语，主要

是因为虽然伊斯兰主义女性普遍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其内部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一些伊斯兰主义女性并不

完全反对女性主义，例如西贝尔·埃拉斯兰( Sibel Eraslan) 甚至自称“有信仰的女性主义者”，但有些人却强烈反对女性主义，反

对将自身称之为“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因此，将她们统称为“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并不妥当。鉴于这些女性的根本立场都是伊

斯兰主义的，本文遂统一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女性”，并且这一术语在土耳其学术界也更为常见。实际上，上述这些术语和概念

极易混淆，甚至并不准确，有关这些术语的辨析，参见 Ayşe Güç，“Islamcl Feminist Kim Kavramlarln Gölgesinde Bir Kadln Söylemi”，

Milel ve Nihal，Vol. 16，No. 2，2019，pp. 393 － 417。
Yeşim Arat，“Feminists，Islamists，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urkey”，Political Psychology，Vol. 19，No. 1，1998，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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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土耳其女性广泛地参与公共生活

。

当时

,

凯末尔政府主导下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为中东地区国家

树立了典范

,

在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方面甚至早于许多西方国家

。 1935

年在伊斯

坦布尔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

,

埃及代表希提

·

沙拉维

(SittiŞaravi)

说道

,“

我要对你们伟大的领袖

阿塔图克

①

说

,

我们称他为

‘

东方之父

’。

因为在全体东方女性觉醒的问题上

,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领

袖

。”

②

这足见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重大影响

。

然而

,

在有关土耳其女性史的不同叙事范式中

,

对

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

(

一

)

土耳其民族主义女性史叙事中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从事土耳其女性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叶什穆

·

阿拉特曾指出

,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土耳其社

会中都存在一种共识

,

即认为凯末尔改革解放了女性

,

并且这一

“

事实

”

不容置疑

;

不仅受过教育的职

业女性赞成这种观点

,

受过教育的或不识字的家庭主妇也对此表示认同

,

后者知道她们的女儿将会

受益于改革所提供的机会

。

③

土耳其的这种

“

社会共识

”

也体现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史书写中

。

例如

,

伊菲特

·

哈利姆

·

奥卢兹在其

1933

年出版的

《

新土耳其女性

》

一书中就描述了共和国建立以

来女性地位与形象的变化

,

将隐藏在面纱和闺房之中的奥斯曼女性与戴着西式帽子并能够从事医

生

、

法官或公务员工作的

“

新女性

”

并列起来

,

④

从而以奥斯曼时期女性遭受压迫和束缚来衬托共和

国新女性地位的提升

。

阿菲特

·

伊楠于

1964

年出版的

《

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权利的获取

:

历史上的土耳其女性

》

是

土耳其女性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

作为凯末尔的忠实追随者

,

她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

:

本书在讨

论女性的权利与责任时践行了阿塔图克的原则与思想

。

⑤

在该书中

,

伊楠延续了土耳其革命史学的

叙事

,

她不仅将赫梯和苏美尔社会中的女性纳入古代土耳其女性的历史

,

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女性在

突厥民族的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

她指出

,

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后

,

女性地位开始逐渐降低

,

尤

其在奥斯曼的城市中

,

女性被严格地封闭在罩袍和闺房之中

。

尽管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为女性

生活带来了新气象

,

但是不足以真正改变土耳其女性的处境

。

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和土耳其共和

国的建立

,

女性权利成为

“

阿塔图克原则

”(Atatürk

İ

lkeleri)

的一项重要内容

。

在凯末尔改革的推动

下

,

土耳其女性在法律

、

政治

、

教育等方面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

在衣着方面也摆脱了罩袍

、

面

纱的束缚

,

能够穿着新式

(

西式

)

的服装

。

伊楠在书中毫不掩饰对阿塔图克的赞美之情

,

赞颂他对

土耳其女性获得一系列权利作出的功绩

,

她写道

,“

土耳其女性将永远怀着感激之情铭记阿塔图

克

”。

⑥

《

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权利的获取

:

历史上的土耳其女性

》

一书是凯末尔主义女性史观

(

或称土耳其民族主义女性史观

)

的经典之作

,

在土耳其女性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

直到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

,

该书在土耳其多次再版

,

足见凯末尔主义女性史观在土耳其的深远影响

。 20

世

3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凯未尔在

1934

年被授予

“

阿塔图克

”

称号

,

意为

“

国父

”。

TülayÂlimBaran, “CumhuriyetDönemindeKadln”, in Bedrettin Dalan, ed., Tarih Boyunca TürkKadιnι, YeditepeÜniversitesi

Yaylnevi, 2019, p.264.

YeşimArat, “TheProjectofModernityand Women in Turkey”, in SibelBozdog

�

an and ReşatKasaba, eds., Rethinking Modernityand

NationalIdentityin Turkey, p.103.

İ

ffetHalimOruz, YeniTürkiye'deKadιn,HakimiyetiMilliyeMatbaasl, 1933, pp.11 -12.

Afet

İ

nan, AtatürkveTürkKadιn Haklarιnιn Kazanιlmasι: Tarih Boyunca TürkKadιnιnιn HakveGörevleri, Önsöz.

Afet

İ

nan, AtatürkveTürkKadιn Haklarιnιn Kazanιlmasι: Tarih Boyunca TürkKadιnιnιn HakveGörevleri, Önsö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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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六七十年代

,

土耳其还相继出版了

《

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

》 《

阿塔图克改革与我们的女性

》

《

共和国

50

年的土耳其女性权利

》

和

《

共和国

50

年的土耳其女性

》

等著作

。

①

尽管这些著作对土

耳其女性历史的书写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同的侧重

,

但是普遍肯定了凯末尔及其改革对女性解放的

贡献

。

例如

,《

阿塔图克与土耳其女性

》

是

“

纪念阿塔图克

”(Atatürk'ten Hatlralar)

系列丛书的第三卷

,

该

书汇编了

30

篇回忆性短文

。

这些短文的作者生动地回忆并记述了凯末尔在各种场合与不同女性交

流

、

对话的情景

,

集中体现了凯末尔对土耳其女性的关切

、

尊重和鼓励

。

凯末尔的养女之一

、

土耳其

的首位女飞行员萨比哈

·

格克臣在短文中深切回忆了凯末尔在病重之时仍鼓励和关心她的飞行事

业

,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凯末尔的感激之情

。

②

该书的编者鲁特菲

·

奥乌兹江称

,

凯末尔最伟大的改革

赋予了土耳其女性受尊重的地位

。

她指出

,

以前土耳其女性被形容为

“

有缺陷的

、

头发长见识短的

、

胃口大的

”,

男性不仅可以任意休妻

,

还能够娶四个妻子

,

今天的土耳其女性则在各个方面都享有与

男性平等的责任和义务

,

这都得益于阿塔图克

。

有关女性的改革不仅使土耳其女性获得了自由

,

也

使得这些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了地位和职责

,

土耳其国家的劳动力也增加了一倍

。

正如今天的

土耳其一样

,

女性对未来土耳其的繁荣兴盛有重大职责并将扮演重要角色

。

③

但是

,

自

1938

年凯末尔逝世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土耳其女性主义兴起

,

人们对凯末尔

主义女性解放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二战后

,

土耳其的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

,

不仅实现了从一

党制向多党制的政治转型

,

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迅速发展

,

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

在此过程中

,

人

们逐渐意识到凯末尔时期的女性解放存在问题

。

美国学者斯蒂芬

·

霍克通过对土耳其

《

女性报

》

(Kadιn Gazetesi)

④

的研究发现

,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

,

即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

期间

,

一些女性就已经意识到她们在土耳其公民秩序中的边缘地位

,

并对此进行强烈抗议

。

例如

,

前

文提到的

《

新土耳其女性

》

的作者伊菲特

·

哈利姆

·

奥卢兹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

:

她批评凯末尔改革

未能促进任何有意义的女性民主参与

,

并且认为女性的影响止于投票点

。

⑤

此外

,

奈尔敏

·

阿巴

丹

-

乌纳特也指出

,

二战后土耳其大部分社会学家和女性学者认为

,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由她们在生

产中的角色及其经济参与决定的

,

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造成了她们的屈从地位

。

只有社会结构的深

刻变化才能够真正提升女性的意识

,

推动女性的政治参与

。

⑥

当然

,

这一时期的女性虽然认识到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局限性

,

但是她们的批评未能突破凯

末尔主义的逻辑

。

正如斯蒂芬

·

霍克所说

,

来自女性的这种批评本身并不意味她们是全然反对凯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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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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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ûtfi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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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can, ed., AtatürkveTürkKadιnι, AkdenizMatbaasl, 1961;AvukatBeriaOnger, AtatürkXevrimiveKadιnlarιmιz, FahirOnger

Yaylnlarl, 1965;TezerTaşklran, Cumhuriyet50.Yιlιnda TürkKadιnlarι, Baslmevi, 1973;KemalSavcl, Cumhuriyetin 50.Yιlιnda Türk

Kadιnι, Cihan Matbaasl, 1973.

SabihaGökçen, “SabihaGökçen anlatigor”, in LûtfiOg

�

uzcan, ed., AtatürkveTürkKadιnι, pp.38 -39.

LûtfiOg

�

uzcan, “Önsöz”, in LûtfiOg

�

uzcan, ed., AtatürkveTürkKadιnι, pp.5 -6.

《

女性报

》(Kadιn Gazetesi)

是发行于

1947—1979

年的女性杂志

,

伊菲特

·

哈利姆

·

奥卢兹担任主编

。 《

女性报

》

的作者们还十分

关注经济问题和女性劳动问题

、

女性的家内工作和家外工作之间的矛盾问题

。

Stefan Hock, “‘ThisSubjectConcernstheMassRatherThan aGroup’: DebatingKemalism, Labor, and StateFeminismduringthe

Transition toaMulti-PartyRepublication in Turkey”, JournaloftheOttoman and Turkish StudiesAssociation, Vol.1, No.1 -2, 2014,

p.197.

Nermin Abadan-Unat, “SocialChangeand Turkish Women”, in Nermin Abadan-Unat, ed.,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E.J.Brill,

1981,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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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主义的

,

这些女性是在凯末尔主义的话语范围内增进自身诉求的

。

①

真正颠覆凯末尔主义话语并

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提出彻底批评

,

还要等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土耳其女性主义和伊

斯兰主义的兴起

。

②

(

二

)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土耳其的现代化是在国家精英主导和监护下自上而下地进行的

。

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确保

了政策的实施

。

③

作为凯末尔主义六大原则之一的

“

国家主义

”,“

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管理手段

,

而

是包含了一套基本的价值观

,

包括由官僚所代表的国家应该负责政治

、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

甚至

要负责塑造个人

”。

④

正如塞乌吉

·

阿达克所言

,

凯末尔主义一党制国家将自身定位为女性权利的

唯一倡导者和最终守护者

。

⑤

但是

,

随着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开启

,

土耳其

“

被管理的现代性

”(guided

modernity)

遇到了挑战

。

⑥

土耳其国家主义的现代化和女性解放路径决定了当女性想要自主地表达自身的诉求

、

进行独立

的女权斗争之时

,

首先需要突破国家主义的女性解放模式和话语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一些深受

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率先质疑长期以来国家以

“

家长般的仁慈

”

提升女性地位的举措

,

反对国家

强加的对女性利益的定义

,

追求两性的实质性平等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

这些学者站在女性

主义的立场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展开了激烈批判

,

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土耳其占主导地位的凯

末尔主义女性史观

,

还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土耳其的女性研究

。

从女性主义的实践层面来看

,

这些女

性学者的探索与批判也为土耳其第二次女性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依据

,

甚至其中一些女性主义学

者本身就是土耳其女性运动的先锋和领导人物

。

1978

年

5

月

16—19

日

,

土耳其社会学协会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题为

“

土耳其社会中的女性

”

研

讨会

,

讨论的主要内容于次年出版成书

。

这本由奈尔敏

·

阿巴丹

-

乌纳特主编的

《

土耳其社会中的

女性

》

⑦

是研究当代土耳其女性问题的开创性著作

,

是妇女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

该书从人口

、

健

康

、

营养

、

劳动参与

、

教育

、

性别角色的延续和变化

、

宗教和政治行为等多个方面对土耳其的女性问题

进行讨论

,

其中不乏研究者们对凯末尔时代女性解放的反思和批评

。

奈尔敏

·

阿巴丹

-

乌纳特于

1921

年出生在维也纳

,

母亲是奥地利人

,

父亲则是一位来自伊兹密

尔的水果商

。

她早年一直生活在国外

,

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逐渐难以负担她的教育时

,

她便移民到

土耳其

,

得以继续接受教育

。

奈尔敏

·

阿巴丹

-

乌纳特

1988

年从安卡拉大学退休前

,

表示自己是坚

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者

。

⑧

然而

,

她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却持有明显的批判立场

。

她认为

,

凯末尔时期有关女性的改革集中于法律和政治领域

,

但是由于土耳其长期存在城乡

、

阶级和

地区的广泛差异

,

改革对土耳其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带来的变化是不均衡的

,

受益者多为城市中的

5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tefan Hock, “‘ThisSubjectConcernstheMassRatherThan aGroup’: DebatingKemalism, Labor, and StateFeminismduringthe

Transition toaMulti-PartyRepublication in Turkey”, pp.192, 204.

希琳

·

特克利

(Şirin Tekeli)

等人认为

,

土耳其女性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

。

实际上

,

早在

70

年代末

,

包括希琳

·

特克利在

内的一些土耳其女性学者就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

开始了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

。

昝涛

:《“

被管理的现代性

”

及其挑战者

———

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

史学理论研究

》2009

年第

1

期

。

昝涛

:《“

被管理的现代性

”

及其挑战者

———

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

史学理论研究

》2009

年第

1

期

。

SevgiAdak, “GenderPoliticsand theWomen'sMovement”, p.315.

昝涛

:《“

被管理的现代性

”

及其挑战者

———

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

史学理论研究

》2009

年第

1

期

。

Nermin Abadan-Unat, DenizKandiyotiand MübeccelBelik Kiray, eds., TürkToplumunda Kadιn, Türk SosyalBilimlerDerneg

�

i, 1979.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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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4

期

精英女性群体

。

她还指出

,

凯末尔时期的女性解放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

,

服务于土耳

其现实政治需要

。

例如

,

凯末尔政府之所以在

1926

年出台

《

民法典

》,

是因为他急于向世界呈现一幅

“

现代的面貌

”,

因而开始鼓励消除公共生活中的不平等

,

进而削弱国内的保守派势力

。

她还提到

,

根

据

1926

年的

《

民法典

》,

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并不是绝对平等的

;

例如

《

民法典

》

规定丈夫是一家之

长

,

如若妻子想要从事家外工作

,

需征得丈夫的同意等

。

①

希琳

·

特克利和奈尔敏

·

阿巴丹

-

乌纳特

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

希琳

·

特克利认为

,

凯末尔政府之所以选择在

1934

年底赋予女性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

是因为凯末尔想借此证明土耳其的一党制不同于欧洲纳粹政权的一党独裁

,

从而

使土耳其在国内外舆论上处于有利地位

。

②

在赋予女性权利的当政者眼中

,

女性只是扮演了

“

象征

性

”

的角色

。

③

在土耳其的新一代女性主义学者中

,

希琳

·

特克利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

。

她于

1944

年出生

在安卡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61

年从安卡拉女子高中毕业后前往法国学习

,

期间受到西蒙娜

·

德

·

波伏娃

(SimonedeBaeuvior)

等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响

。 1967

年

,

她从瑞士洛桑大学毕业后

回到土耳其

,

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首位女性政治学学者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她因抗议军政府成立的

高等教育委员会

(Yüksekög

�

retimKurulu)

而辞去教职

,

开始积极投身女性运动

,

成为土耳其第二次女

性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

她不仅批评凯末尔政权将女性解放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

,

还在

1986

年首次采用

“

国家女性主义

”(statefeminism)

④

这一术语重新定义凯末尔时期的女性解放和改革

。

⑤

她认为

,

在世俗共和国激进的

“

女性革命

”

中

,

女性的新身份是被赋予的

,

而非她们自己的选择

。

虽然

共和国赋予了女性新的权利

,

但是真正能够运用这些权利的女性并不多

,

并且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

为世俗政权打击宗教势力的工具和促进人口增长的生育工具

。

此后

,“

国家女性主义

”

术语被人们广

泛接受和使用

。

⑥

此外

,

希琳

·

特克利还将土耳其的女性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为奥斯曼帝国晚

期

,

这一阶段的女性运动在青年土耳其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

。

第二个阶段则是共和国的初创时

期

,

这一时期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晚期自发的女性主义让位给国家女性主义

,

国家开始将女性和女

性权利问题纳入自身的核心意识形态

。

土耳其女性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

。

这

一分期代表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从事土耳其女性研究的学者们的普遍观点

。

根据这种分期

,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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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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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Nermin Abadan-Unat, “SocialChangeand Turkish Women”, Nermin Abadan-Unat, ed.,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pp.12 -14.

Şirin Tekeli, “Women in Turkish Politics”, in Nermin Abadan-Unat, ed.,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pp.298 -299.

Şirin Tekeli, “Women in Turkish Politics”, p.309.

“

国家女性主义

”

最初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政府希望消除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

,

设法增加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人数

、

使生育脱离私人领域而进入公共领域等

。

对于那些支持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人们而言

,

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

范例

,

即通过立法来纠正结构性不平等和女性的边缘化

。 Stefan Hock, “‘ThisSubjectConcernstheMassRatherThan aGroup’:

DebatingKemalism, Labor, and StateFeminismduringtheTransition toaMulti-PartyRepublication in Turkey”, pp.191 -192.

Şirin Tekeli, “TheMeaningand LimitsofFeministIdeologyin Turkey”, in FehundeÖzbay, ed., TheStudyofWomen in Turkey: An

Anthology, UNESCOand Türk SosyalBilimlerDerneg

�

i, 1986.

用

“

国家女性主义

”

指称凯末尔时代的女性解放在欧美学术界获得支持

。

例如

,

德裔美国学者珍妮

·B.

怀特从现代化视角探讨

土耳其的国家女性主义

。

她认为

,

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女性解放体现了克里斯玛式

(charisma)

领袖

、

共和国的创立者凯末尔的

愿景以及少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公民的价值观和利益

,

具有显著的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

。

这种自上而下的女性解放与改革局限

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精英女性之中

,

广大社会底层的

、

乡村的女性却被放逐在这一进程之外

。

此外

,

国家女性主义将重点放在

扩大妇女的公共角色上

,

鲜有关注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遭遇

。 JennyB.White, “StateFeminism, Modernization, and theTurkish

Republican Woman”, NationalWomen'sStudiesAssociation Journal, Vol.15, No.3, 2003, pp.14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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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和国初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近六十年

,

土耳其的女性主义几乎是

停滞的

。

宾纳兹

·

托普拉克从传统和现代化的角度批评了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和表面性

。

她在

《

土耳其社会中的女性

》

一书中指出

,

现代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式发展过

程

,

并且传统和现代是对立且互相排斥的

。

而土耳其正是实践了这种早期的错误现代化理论的国家

,

土耳其女权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受到了这种现代化观念的影响

。

根据这种错误的现代化理论

,

奥斯曼社

会中女性的次等地位被归因于伊斯兰教和奥斯曼社会的影响

,

而现代化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

位

。

宾纳兹

·

托普拉克认为

,

尽管共和国时期女性的地位相较于奥斯曼帝国时代有了重大变化

,

但是

这种变化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

女性只是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解放

,

却没有取得性别角

色意义上的解放

。

只有在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现代化进程中

,

才能理解土耳其女性被解放但未被赋予

自由的地位

。

她还提出

,

伊斯兰教对女性的束缚是社会和法律双重层面的

。

伊斯兰教中有关女性的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

加之凯末尔政府有关女性的改革旨在巩固共和政权

,

而非重新定义性别角色

,

因

此

,

无论是受益于凯末尔改革的少数女性还是大多数几乎未受到改革影响的女性

,

都没有摆脱传统

的束缚

。

①

宾纳兹

·

托普拉克关于土耳其女性被解放但未被赋予自由的观点

,

在另一位研究土耳其女性的

重要学者丹妮兹

·

坎迪优提那里得到进一步探讨

。

丹妮兹

·

坎迪优提

1944

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

,

曾相继就读于巴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969

年博士毕业归国后至

1980

年任教于伊斯坦布尔

科技大学和海峡大学

,

后在英国多所高校任教

。

她对土耳其的性别关系

、

政治发展

、

伊斯兰教与性别

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丹妮兹

·

坎迪优提认为

,

土耳其的女性改革虽然

“

解放

”

了妇女

,

但

她们却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

“

解放

”,

这是因为土耳其的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性别关系最关键的领

域

,

即在性问题上对男女的双重标准

,

以及女性角色主要被定义在家庭领域等

。

②

丹妮兹

·

坎迪优提

也是最早指出凯末尔主义女性改革具有阶级偏向的学者之一

,

她指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城市里的

中产阶级女性

,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依然长期遭受着性别压迫

。

③

政治学

、

社会学领域的女性学者对凯末尔女性解放的批判和研究

,

推动了历史学领域对土耳其

共和国早期女性问题的深入探索

。

例如

,

扎菲尔

·

托普拉克是最早关注凯末尔时期女性自主争取权

益问题的学者之一

,

他在

80

年代中期撰文探讨土耳其女性人民党

(KadlnlarHalk Flrkasl)

以及

1935

年土耳其女性联盟

(Türk Kadln Birlig

�

i)

主办世界女性大会等活动

。

④

值得一提的是

,

扎菲尔

·

托普拉

克是早期研究土耳其女性问题的学者中为数不多的男性学者之一

。

总体来看

,

在二战后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土耳其女性研究

,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凯末尔

主义女性解放的历史功绩

,

但更多地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后者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挑战

。

在这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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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BinnazToprak, “Religion and Turkish Women”, in Nermin Abadan-Unat, ed.,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pp.281 -292.

DenizA.Kandiyoti, “Emancipated butUnliberated? Reflectionson theTurkish Case”, FeministStudies, Vol.13, No.2, 1987, p.324.

DenizA.Kandiyoti, “Emancipated butUnliberated? Reflectionson theTurkish Case”, pp.317 -339; “Women and theTurkish State:

PoliticalActorsorSymbolicPawns?”, in NiraYuval-Davisand FloyaAnthias, eds., Women-Nation-State, Macmillan, 1989, pp.126 -

149.

ZaferToprak, “1935 IstanbulUluslararasl‘FeminizmKongresi’ veBarlş”, Xüşün, No.24,1986, pp.24 -29; “CumhuriyetHalk

Flrkaslndan ÖnceKurulan Parti: KadlnlarHalk Flrkasl”, Tarih veToplum, Vol.9, No.51, 1988, pp.30 -31; “Türkiye'deSiyasetve

Kadln: KadlnlarHalk Flrkasl'ndan ArslulusalKadlnlarBirlig

�

iKongresine(1923 -1935)”,

İ

.Ü.Kadιn AraştιrmalarιXergisi, No.2,

1994, pp.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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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学者看来

,

女性不过是凯末尔主义改革和现代化的

“

工具

”,

是国家的

“

政治演员和象征性的

卒子

”,

①

她们在国家女性主义之下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真正同男性平等的地位

,

女性依然受到

严格的性道德约束

,

作为妻子

、

母亲的家庭角色也得到强化

,

自主的女性主义运动遭到凯末尔政权的

压制

。

(

三

)

伊斯兰主义女性视角下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在世俗的女性主义者激烈地批判国家主导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时

,

伊斯兰主义女性也立足伊

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对这种国家主导的女性解放提出了批评

,

并对土耳其国家之中普遍的世俗

主义

、

民主和民族认同提出挑战

,

她们希望国家能够尊重女性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的意愿

。

需要说明

的是

,

社会学

、

政治学

、

历史学等领域的女性主义学者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

,

都是基于启蒙

思想和科学

(

非宗教

)

的原则

,

伊斯兰主义女性对凯末尔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基于宗教信

仰

。

本文主要梳理和讨论的是学术性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

在此仅对伊斯兰主义女性对于凯末尔主义

女性解放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

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禁止女性在学校等公共机构戴头巾

,

提倡服饰的西化

,

从而将女性从传统服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与此同时

,

凯末尔主义改革也使女性能够广泛地进入工

作领域

。

然而

,

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

随着一些土耳其女性宗教意识的提升

,

她们希望从伊斯兰

教信仰中寻找自身的身份认同

。

在伊斯兰主义女性看来

,

这些凯末尔主义者引以为傲的女性解放举

措问题重重

。

著名的伊斯兰主义女性评论家吉汗

·

阿克塔什认为

,

西化意味着采用表面的

(

如果不

是不道德的

)

行为模式

,

并且伴随着女性的牺牲

,

因为她们要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屈辱的

、

低薪的工

作

。

她还提出

,

女性

“

被赋予的一些特权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是权利

,

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不公

正

”。

②

对此吉汗

·

阿克塔什解释道

,

西化的过程给了女性紧跟欧洲时尚潮流的权利

,

她们冬天可以

穿着皮草保暖

,

夏天可以穿比基尼

。

然而

,

这对其他人来说则是成为妓女和舞者而任意展示自己身

体的权利

。

还有一些人成了秘书

、

清洁工和护士

,

获得了从事工资微薄的双班倒工作的权利

,

她们晚

上才回家做家务并放弃了教育子女的权利

。

③

此外

,

在伊斯兰主义女性看来

,

凯末尔主义者远离了国家政体的真正本源

,

将西方文化作为一个

全球性的框架

,

从而导致对国家的文化殖民

。

④

她们反对共和国初期激进的世俗化

,

反对国家主导的

现代化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否定

,

强调世俗的现代化改革对女性带来的压迫和束缚

。

女性神学家希

达耶特

·

图克萨尔

(HidayetTuksal)

称

,

在土耳其

,

妇女遭受了世俗体制的压力

,

而不是宗教体制的

压力

。

⑤

当然

,

范式的转变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

同时也对后者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

在土耳其女性

史叙事中

,

女性主义范式和伊斯兰主义范式的出现以及它们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

,

对于进

一步改善土耳其女性的处境

、

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

二者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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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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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既往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质疑

,

只不过世俗主义者的批评立足于普遍权利和平等

,

这是一种建立

在启蒙理想基础上的世俗观念

,

而伊斯兰主义女性则立足于伊斯兰教的

“

宗教真理

”。

①

这些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影响的女性不像自己的母亲那样成长于土耳其民族主

义昂扬的凯末尔时代

,

她们基本上都是在二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

她们大多出生于中产及以上家

庭

,

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

其中不乏长期留学欧美者

。

这些特定的成长和教育经历

,

促使她们站在新

的意识形态立场来审视土耳其的现代化及其民族主义叙事

,

在此过程中表达并彰显自身的身份认

同

。

此外

,

在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下

,

紫屋顶女性庇护所基金会

(MorÇatlKadln Slg

�

lna-g

�

l

Vakfl)、

女性图书馆与信息中心基金会

(Kadln EserleriKütüphanesiveBilgiMerkeziVakfl)、

伊斯坦布

尔彩虹女性平台

(Gökkuşag

�

l

İ

stanbulKadln Platformu)、

首都女性平台

(BaşkentKadln Platformu)

等组

织和机构相继建立

,

伊斯坦布尔

、

安卡拉等多个城市兴起了反对性骚扰的紫针运动

(Mor

İ

g

�

ne

kampanyasl),

更多的女性自觉地意识到父权制的压迫并积极争取自身权利

。

在当今的土耳其政治议

程中

,

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

然而

,

新范式下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也存在有失公允之处

。

当

人们回归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就会发现

,

把女性解放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条件

,

可以说是当时

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识

。

尤其对于刚刚摆脱殖民地

、

半殖民地处境的民族国家而言

,

首要的任务

是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

,

女性解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从属于现代化

。

就连对女性解放有着重要

影响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

,

也主要在强调并争取女性同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

主要指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

)、

受教育权

、

工作权利和遗产继承等权利

,

这与二战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诉求相去甚远

。

实际上

,

与同一时期的其他非西方国家乃至有些西方国家相比

,

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已经走在了

前列

,

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和突破性

。

这些批判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学者和伊斯兰主义女

性并没有真正意识到

,

如果没有凯末尔时代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

,

后来的土耳其女性很可能没有机

会发起女性主义运动

。

土耳其的女性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明显的跨学科特征

,

但这些最早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主要来

自社会学

、

政治学等领域

。

尽管她们的批判有其合理性

,

但鲜明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情感动机使得她

们几乎都将这段历史简单化了

。

她们对凯末尔时代国家女性主义的批判大多

“

就事论事

”,

并不注重

将凯末尔主义时期国家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时段

,

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改革以

来的历史视域中审视

。

这些原因导致她们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进步性认识不足

。

而且

,

不乏历

史学者为女性主义史学的有失客观进行辩护

:“

由于这类历史

(

即女性主义历史学

)

带有政治倾向

,

并向主流文化中固有的父权统治提出了挑战

,

如果再抱着传统的历史学术研究所希望的那种价值中

立和客观性

,

便无法写作

。”

②

确实

,

如果完全脱离特定的历史情境来分析问题

,

则不免有

“

苛责古人

”

之嫌

。

伊斯兰主义女性在伊斯兰的范畴中寻求女性权利

、

批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不利于增进女性权

利的同时

,

也面临着自身特有的困境

。

例如

,

世俗的女性主义者可以诉诸人权和平等权等世俗权利

,

并将此作为寻求实质性权利的合法工具以及与父权制斗争的重要手段

,

它不会使自身受到神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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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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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信仰为名的操纵

。

伊斯兰主义女性从伊斯兰教的角度阐释女性权利时

,

却面临着被宗教合法化

了的伊斯兰父权制的障碍

。

在伊斯兰教的范围内寻求自主性和实质性的平等

,

注定会受到男女互补

的父权制解释的限制

,

而这是神圣教义中所尊奉的

。

换言之

,

当伊斯兰主义女性试图缓解女性的困

境时

,

却为

“

神的意旨

”

所限

。

①

三

、

有关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女性问题研究的新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

土耳其女性运动逐渐制度化

,

诸多女性主义组织相继建立并活跃于土耳其

社会的各个领域

。

不仅女性主义突破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女性解放话语取得新进展

,

伊斯兰主义女

性

、

库尔德女性主义等群体也迅速发展

。

与此同时

,

这场

“

声势浩大

”

的女性运动也迫使土耳其政府

对女性的关键诉求做出回应

。

例如

,

土耳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着手修订

1926

年

《

民法典

》,

《

民法典

》

修正案最终从法律层面承认了女性在家庭领域同男性平等的地位

。

经过十几年的斗争

,

土

耳其女性不仅扩大了自身在政治

、

社会

、

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活动空间

,

也争取到相较此前更多的权

益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此前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激烈批评逐渐趋于温和

、

客观

,

土耳其的女性研

究也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展

。

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教授泽赫拉

·F.

阿拉特主编的

《

解构

“

土耳其女

性

”

之形象

》

②

(

以下简称

《

解构

》)

一书正是这一新趋势的集中体现

。

20

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

·

德

·

波伏娃曾经说

,“

女人不是天生的

,

而是后天形成的

。”

③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被视为

“

第二性

”

和

“

他者

”

而极易被塑造和构建的处境

。 《

解构

》

分析了

19

世纪末以来土耳其女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断被构建的历史经历

,

回应并批判了这种形象构建背后

的帝国主义和父权制话语

。 《

解构

》

不仅揭示了构建

“

土耳其女性

”

所采用的多种形象

,

还阐明了行

为主体的多样性

:

奥斯曼帝国的出版物

、

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学和传教士

、

凯末尔主义国家

、

学校乃至

女性自身都参与了

“

土耳其女性

”

的形象构建

。

《

解构

》

之所以体现出土耳其学术界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批判的温和化趋势

,

原因之一便是它

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

,

解读女性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被构建的漫长历史

,

进而指出女性并非仅在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被构建和塑造

。

另一个原因则是

《

解构

》

注意到女性自身在构建中的能动性

。

相

对于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国家等外部因素对土耳其女性的构建

、

塑造和压迫

,《

解构

》

十分注重探讨土

耳其女性本身对这种构建的态度和参与

。 《

解构

》

认为

,

女性及其生活是在文化和历史意义上被构建

的

,

但是女性在这些构建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

;

相反

,

她们作为活跃的行为主体参与其中

,

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构建并维护了自身的从属性角色

。

例如

,

泽赫拉

·F.

阿拉特通过对共和国初

期接受教育的

20

位女性进行访谈后发现

,

当时的学校基于性别区分所实施的限制性和惩戒性规范

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生内化了

。

尽管在今天看来

,

把男性教育放在首位

、

强调女性教育符合母职

、

家庭

之实践等做法具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

,

但是这些接受访谈的女性却并不认为

“

阿塔图克年代

”

的学

校里存在性别歧视和不平等

,

并且对当时所受教育的纪律性和高质量深感自豪

。

接受访谈的大部分

女性对当前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表示不满

,

而现代化和西方化的

、

受教育的

、

世俗的以及为国家献身的

011

①

②

③

YeşimArat, “Feminists, Islamists, and PoliticalChangein Turkey”, pp.127 -128.

ZehraF.Arat, ed., Xeconstructing Imagesof“theTurkish Woman”.

西蒙娜

·

德

·

波伏娃

:《

第二性

》(

Ⅱ

),

郑克鲁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

,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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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女性形象构成了她们的身份认同和理想

。

法特玛古丽

·

贝勒克塔伊在

《

女性视角下的共和国

75

年历史

》

一文中继承了希琳

·

特克利等

人提出的

“

女性解放之于凯末尔政权的工具性

”

观点

,

并从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

讨论

。

她指出

,

土耳其共和国不同于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

,

前者是建立在民族主义

之上的

。

女性隔离和被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是沙里亚时代

(

即奥斯曼时代

)

最显著的标志

,

现在女

性在法律上成为平等的公民则是共和国的标志

。

因此

,

法特玛古丽

·

贝勒克塔伊认为

,

承认女性

的权利是凯末尔主义领导者们建立土耳其新的民族主义特征的工具

。

然而

,

她紧接着补充说

,

尽

管女性在这两种情形下

(

指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

)

都处于

“

标志

”

和

“

符号

” (simge)

的境地

,

但是从获得自主权

(özerk)、

摆脱作为符号的处境而进行主体化斗争

(özneleşmemücadelesi)

的角度

来看

,

从沙里亚法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到成为世俗民族国家的公民对女性而言是更有利的

。

①

由此

可见

,

法特玛古丽

·

贝勒克塔伊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进步意

义

。

这本与

《

解构

》

同年出版的著作

,

同样也反映了土耳其女性研究领域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

评价趋于公正

。

世纪之交土耳其女性研究的另一个趋势是女性史向性别史的转向

。

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对凯末

尔时代的女性问题的研究中

。

在西方

,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就已经有学者

“

主张对两种性别进

行历史分析

,

而不应孤立地对女性进行研究

……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

妇女史

’

的观念已经逐渐被

‘

性别史

’

取代

”。

②

丹妮兹

·

坎迪优提曾经从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这一角度论述了奥斯曼时代和土

耳其共和国时代有关

“

男性气质

”(erkeklik)

的不同观念

。

③

阿以涉

·

杜拉克芭沙是研究凯末尔时代

性别认同的重要学者

。

她在

《

共和国早期现代女性和男性的身份构建

:

凯末尔主义女性和

“

文明的男

性

”》

一文中

,

不仅注重从两性关系层面探讨女性处境

,

也涉及共和国早期男性经历的变化

。

④

土耳

其共和国不仅致力于构建

“

新女性

”,

还十分强调

“

有文化的男性

”

这一男性身份认同

。

⑤

由此可以看

出

,

学者们不再仅仅关注女性及其所受的压迫

,

而是从男女两性的视角看待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和政

治转型中的历史

。

这不得不说也是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态度趋于温和化的一种表现

。

一个有

意思的现象是

,

以往的土耳其女性问题研究几乎是女性学者的

“

专属领域

”,

但是近年有越来越多的

男性学者开始进入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

,

这无疑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深入发展

。

此前人们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多限于宏观性的讨论

,

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和细

致分析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有关共和国早期女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多样化

,

对土耳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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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FatmagülBerktay, “Cumhuriyet'in 75 Yllllk SerüvenineKadlnlarAçlslndan Bakmak”, in AyşeBerktayHaclmirzaog

�

lu, ed., 75 Yιlda

KadιnlarveErkekler, p.4.

格奥尔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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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著

,

苏普里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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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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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NatalieZemon Davis,

“‘Women'sHistory’ in Transition: TheEuropean Case”,FeministStudies, Vol.3, No.3, 1976, pp.83 -103; NatalieZemon Davis,

Societyand Culturein EarlyModern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75.

DenizKandiyoti, “Modernizmin Cinsiyeti: Türk ModernleşmesiAraştlrmalarlndaEksik Boyutlar”, in SibelBozdog

�

an and ReşatKasaba,

eds., Türkiye'deModernleşmeveUlusalKimlik, Tarih VaklfYurtYaylnlarl, 1988, pp.99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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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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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女性运动

、

女性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

选美比赛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

①

尤其是受到后现

代主义和

《

解构

》

一书的影响

,

直至今日

,

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女性形象及其构建

、

解构仍是学者们讨

论凯末尔时代女性问题的重要视角

。

②

例如

,

梅勒维

·

阿克古丽等学者指出

,

媒体

、

广告等对于新时

期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女性现代化的作用

。

土耳其的重要报刊

《

共和国报

》

在这一问题上成为学者们

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

③

谢奈尔

·

伊特莱发现

,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小说中

,

女性角色经历了从

“

女军人

”

到

“

军人的女人

”

的转变

。

战争期间的小说中在前线自我牺牲和努力奋战的女性失去了女

性的性别特质

,

变得更加男性化

,

而在战后的小说中

,

女性重新获得了女性特质

,

再度回归到其既往

的角色

———

男人的好妻子

、

孩子的好母亲和良好教育者

。

④

埃塞尔

·

艾尔格努勒在对土耳其共和国

早期照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后

,

指出她们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特征

。

⑤

塔勒克

·

厄兹江和塞

玛

·

奥卢赤则总结了这一时期土耳其小说中的三类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经历现代化的女性形象

,

即

抵制现代化的传统且守旧的女性

;

无法超越形式主义的西方化的女性形象

;

能够正确地与西方保持

一致的理想女性形象

,

并指出这一时期的作家在遵循凯末尔的道路构建新的女性形象

、

改善女性处

境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

。

⑥

土耳其学者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态度趋向温和也是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焦点发生转移的

结果

。

除了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等问题之外

,

随着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力量的迅速发展和伊

斯兰主义政党的崛起

,

加之库尔德问题的凸显

,

宗教与族裔视角下的女性和性别议题逐渐受到更多

的关注

。

尤其是

21

世纪以后

,

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

(

以下简称

“

正发党

”)

至今已连

续执政

20

年

。

虽然正发党在执政初期惮于世俗主义力量的强大以及想要加入欧盟等因素

,

采取了

一些促进性别平等和保障女性权益的举措

,

例如在

2004

年和

2010

年对宪法第十条进行修正

,

强调

2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yşegülBaykan and BelmaÖtüş-Baskett, NeziheMuhittin veTürkKadιnι1931,

İ

letişimYaylnlarl, 1999; Yaprak Zihniog

�

lu, Kadιnsιz

İ

nkιlap:NeziheMuhittin, KadιnlarHalkFιrkasι, Kadιn Birlig

�

i, MetisYaylnlarl, 2003; AsllDavaz, EşitsizKιzKardeşlik: Uluslararasι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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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endirme”, AtatürkYolu Xergisi, Vol.11, No.4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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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l(1923 -1960)”, Süleyman XemirelÜniversitesiFen-EdebiyatFakült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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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

,

将职业妇女的带薪产假延长至

16

周

,

废除强奸犯如果娶被侵害者为妻就免除刑罚的法律

等

。

①

但是

,

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

,

正发党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家庭中

作为妻子

、

母亲的角色

。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总统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势力的巩固以及土耳其外交政策

的转向

,

正发党更加强调伊斯兰传统中的女性观念和性别观念

,

批评西方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忽视了

男女之间天性和本质的差异

,

并宣扬男女互补的

“

性别正义

”

理念

。 2021

年

3

月

,

土耳其退出重在保

护女性权益的国际公约

《

伊斯坦布尔公约

》,

则是正发党在女性政策和性别政策问题上趋于保守的重

要例证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女性的头巾问题

、

身份认同问题

、

政党政治下对女性的政治动员和女性的

政治参与

、

正发党政府有关女性和家庭问题的理念和政策

、

伊斯兰主义女性等逐渐成为土耳其女性

研究中的首要关切

。

②

相较而言

,

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经过

20

世纪后期的激烈批评之后

,

似乎再一

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

成为当下土耳其女性研究的非核心议题

。

需要说明的是

,

虽然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批判彻底破除了土耳其民

族主义女性史叙事的主导地位

,

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在土耳其完全失去了影响

,

一些土耳其女性史

著作依然延续了这一叙事逻辑

。 2019

年

,

由贝德雷丁

·

达兰编写的

《

历史上的土耳其女性

》

一书再

次梳理了土耳其女性自草原游牧部落时代至凯末尔时代的历史

,

并使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凯末尔身边

的女性

,

包括他的母亲

、

前妻和养女等

,

作者对于凯末尔政权为土耳其女性所做的一切表示

“

感谢与

感激

”。

③

结

 

语

正如学术研究无法独立于其存在的广泛的社会背景

,

范式的转换和此消彼长本身也是社会变迁

和意识形态变化的体现

。

④

在凯末尔时代

,

女性史的叙事自然服务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

,

服从于土耳其革命史观的逻辑

,

因此便形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女性史叙事

。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

,

政治伊斯兰的逐渐兴起

、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

、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

以及思想文化领域

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

,

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土耳其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

,

原有的叙事话

语已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

,

学术上的范式转变不可避免

。

因此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也成为

土耳其女性史叙事范式转型的重要时期

,

先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叙事失去了它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

位

,

女性主义叙事和伊斯兰主义叙事兴起

,

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及其局限性

提出激烈批评

。

然而

,

无论人们秉持何种女性史观

、

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做出何种评价

,

本身都会

受制于自身价值立场的影响和局限

,

鲜明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情感动机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将这段历史

简单化的嫌疑

。

因此

,

人们面对关于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立场各异的评价和批评时

,

始终要保持批

判的眼光

。

只有具备这样的自觉

,

才能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乃至土耳其女性史有着更加明晰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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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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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MezherYüksel, “Ak PartiveKadlnlarln SiyasalTemsil”, Akademik

İ

ncelemeler, Vol.16, No.2, 2021, pp.108 -109.

土耳其宪法第

十条原文为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不论语言

、

种族

、

肤色

、

性别

、

政治观点

、

哲学信仰

、

宗教和教派或任何此类理由

”。 2014

年在该

条中增加

“

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

,

国家有义务确保这种平等存在于实践中

”。 2010

年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

“

为此目的采取的

措施不应被解释为违反平等原则

”。

叶什穆

·

阿拉特等学者在这些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

Bedrettin Dalan, ed., Tarih Boyunca TürkKadιnι, p.264.

昝涛

:《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

: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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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避免落入某些特定观点的窠臼

。

世俗化和全面西化的现代化经历

、

深厚的伊斯兰文化基础

、

战后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传入

,

在土耳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融合

。

土耳其女性史观的演变及在这些史观影响下对凯末尔主义女

性解放的不同态度

,

构成了土耳其女性和国家发展进程的缩影

。

时至今日

,

土耳其女性史叙事和研

究趋向多元化

,

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在遭到激烈批判之后不再是土耳其女性史关注的核心问题

,

曾

经对它的激烈批判也趋于温和

。

可以确定的是

,

无论是肯定和赞扬

,

还是激烈批评或辩证看待

,

凯末

尔主义女性解放在土耳其女性史上的重要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

。

批判过去意在

“

借古讽今

”,

对它的

回顾与论争是一个现代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

,

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历史生命力和影响力也由此

得到彰显

。

近年来正发党在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上趋于保守

,

在舆论和具体政策中更加强调伊斯兰

的价值伦理

,

凯末尔主义以及世俗的女性主义力量也受到排斥

。

尽管如此

,

土耳其共和国将近一百

年的发展

,

世俗主义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已经在土耳其留下了深刻烙印

,

除了广泛的法律和制度

设计外

,

大量的女性也依然主张世俗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

,

这些都成为限制

正发党政府推行伊斯兰主义女性政策和性别政策的重要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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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神话

:

欧洲的中世纪起源

》

作者帕特里克

·

格里

,

译者吕昭

、

杨光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2

月出版

。

帕特里克

·

格里是美国中世纪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

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西方中世纪史

学教授

。

该书是其代表作之一

,

已有多个语种的版本出版

。

其内容主要聚焦于欧洲族群发展

的决定性时期

“

大迁徙时代

”,

勾勒出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的演化过程

,

但该书没有

局限于这一时段的探讨

,

而是囊括古代希腊到

20

世纪南非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

。

同时

,

作者

为揭示欧洲族群起源的构建属性

,

考察了浪漫主义政治哲学

、“

科学的

”

历史学

、

印欧语文学和

民族考古学等看似中立客观的学术工具如何共同创造了滥用和曲解历史的民族主义史学

,

为

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

该书不仅从历史与学术的双重视角

,

解开数世纪以来

对于欧洲族群身份的臆想和困惑

,

而且阐述了民族主义史学在

1800—1900

年的形成过程及其

产生的灾难性影响

。

411



SUMMAＲY OF AＲTICLES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s of previous revolu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gic chain． In terms of wording，
rhetoric，style of writing，tone and other language skills，both documents were good at rhetorical skills．
TPYX seemed to be“a bit excessive in stigmatization”，and AAMP solicited more rational evidence．
Theref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it can be seen that texts themselves had the function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while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sophistication would affect the degree and validity of
their impac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n obvious connection of semantics between these two
documents，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ed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ough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Ｒural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 Yang Songtao

To investigate rural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England in the 16th － 18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we need to distinguish two levels of“regions above prefecture /county”and
“regions below prefecture /county”． The counties in China and the counti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s the
two units at the same level are comparable． Although their officials，namely county magistrat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were different in the composition and operation of power，
daily business to manage local affairs was by and large undertaken by village positions in both China and
England． In Qing Dynasty，it was the rural securities ( Xiangbao，Jiazhang and Paitou) ; and in England it
was parish constables． The origin，selection，appointment，opera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village
chiefs were very similar． At the same time，the rural securities and parish constables were controlled by
respective superiors． In the past，scholars attempted to seek difference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future，we may pivot to converg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which shall be a promising sce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ic School in the West / /
Zhang Hui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ic school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obscure to clear，which is also a process of expansion from a monolithic to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mid-to-late eighteenth century，the Physiocrats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revolutionary context，and their
political thought was often identified as absolutism or even despotism． By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cademic circles bega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Physiocrats and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Ｒepublic，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and
the progress of rational science，studies of the topic advanced as historians compiled historical data and
conducted empirical research．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lourishing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historians paid renewed attentions to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s and
argued that it contained a progressive element of promoting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1970s，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has encountered a crisis，and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hysiocrats have bee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have further been
deepened under the rise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 contemporary scholarly disciplines．

Women's Liberation and Kemal Ataturk's Ｒeform: A Study of Women's History in Turkey / / Ding
Yuting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Ｒepublic of Turkey，nationalism， feminism，and Islamism have
subsequently dominated the paradigms of the narratives of women's history in Turkey．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se narrative paradig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ebate on and practice of the women's issue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Women's liberatio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Kemalist reform，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urkish women． However，in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paradigms of Turkish
women's history，scholars have not yet agreed on how to evaluate Kemalis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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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 paradigms of women's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Kemalist women's
liberation is in essence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urkish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They
not only reflect the conflict between feminism and patriarchy and nationalism，but also present the tension
between Turkey's radical Western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reforms and Islamic tradition．

Donald A． Ｒitchie's Practice and Study of Oral History / / Song Pingming

Donald A． Ｒitchie is one of the key participants and leading scholars of American oral history． His
engagement with oral history has kept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has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but also made great and
profound contributions at its various stages in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Ｒichie followed a“bottom-up”
approach and called for ordinary people to“do”oral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in his own work，he has
always focused on those top American elites and leaders，which is a typical “top-down”“elite oral
history”．

Focus，Perspectives and Trend of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Unit 731 / / Yang Yanjun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issue of the Unit 731 have undergone three stages． The first is the initial stage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when documentary literature，oral history，and memoirs were the mainstream
and some relevant scholarly works started to appear． The second 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During this period，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scholars in China，Europe，and
America and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Scholars from scientific，medical，and educational communities
participated in it and contributed to it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Meanwhile，literary narratives，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and social move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fueling the flames”． The third is the
stage of“multi-dimensional maturity”in the 21st century，which means，not only horizontal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Japanese medicine and Nazi medicine，but also vertical in-depth studies from diversified
disciplines． While focusing on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reflections and actions as well a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researchers have also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overseas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have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ir scholarly works，but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room for breakthrough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wartime situation，war crimes and
responsibilities，historical understandings，post-war trauma，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Unit 731．

Space，Type and Tren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 / Zhang Junfeng

The fiel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flourishing． Not only does it have an
extensive coverage of research areas but also a diverse profile of research interests． It follow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social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hydraulic engineer．
As a result，it shows that the hydraulic societies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contain both similarities and
their own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field has undergone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early
studies on hydraulic engineer projects，through the history of hydraulic technologies，to the current social
histor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the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water with“water being at the center”in
the future． This is a natural development，which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s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the
central role of wat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water-
related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destined to being
moving towards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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